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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战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标志着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自

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的转型。与此相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也形成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出中国是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主体民族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族人民实行的无差别化的屠杀、烧抢和掠

夺，加强宣传和教育，强调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确立全面的全民族抗

战的路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使各个政党、各个阶级，尤其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

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正是在全民族抗战时

期，参与抗战的各族人民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生与死的斗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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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 2022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强

调：“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

在”的民族共同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共同

体。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是在近

代，经历过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型。从1902年梁

启超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经过民国

初年和五四运动后的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

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形

成，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1]。与此相一致，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形成于抗战时期[2]。什么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与共”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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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尤其是其中的“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就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形成

的。查阅知网，目前学术界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

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成果颇为丰富①，研究抗战

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文章也有不少②，但少有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章。有鉴于此，本文重

点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一

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

在 1922年。这年 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

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都有“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表述[3]。尽管党在 1922年 7
月就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且此后党的有关

决议、通电、宣言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或报告也多

次使用这一概念，但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时

期，受各种“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

义的影响，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

理同中国实际问题、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

研究中国民族问题[4]，所以，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党

及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华民族”进行过学理性研究，

没有论述过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对“中华民族”进行学理

性研究、论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的，是时任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杨松。1938年 8—10月，

亦即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杨松在中

共中央马列学院开设《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

族运动与民族问题》《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

民族问题》系列讲座，对“中华民族”“民族建国”“民

族自决”等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讨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干

部第一次就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理论

阐述，它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产生过重要影响[5]。

杨松此时之所以对“中华民族”进行学理性研

究、论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概而言之，有四

个方面的原因。第一，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

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由此告别了幼年，开始走向成

熟，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独立自主

地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①如：苏建灵、周昆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 4期；刘吉昌：《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践》，《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 2期；陈夕：《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求是》

2005年第 17期；刘艳玲、王彦龙：《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民族政策及启示》，《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 1期；莫

炳坤、郑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 3期；崔海亮：《党在延安时期民族区域

自治工作的实践探索》，《学术探索》2021年第 6期；吕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平等问题研究》，《青海师范大学

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 1期；张淑娟、孙冉冉：《全面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调整的再审视》，《贵州大学学

报》2023年第 4期；张华《抗战时期话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期；等等。

②如：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 3期；张健：《抗日战争时期党推动中

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期；青觉、赵超：《一体之下

的多元平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构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崔榕、赵智

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与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10期；向

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嬗变及其价值意蕴》，《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张华：《抗战时期话剧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5期：李良品、陈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 2期；赵晨韵：《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建构—以〈新

华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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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第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少数民

族”一词的正式文件，是1926年11月3日刊发在《中

央政治通讯》第 10期上的《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一

文。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在决议、宣言和

有关文件中提到的少数民族只有“五族共和”中的

满、蒙、回、藏以及苗族。土地革命前期，亦即中共

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党在决议、宣言和有关

文件中提到的少数民族虽然有所增多，并且还在

1931年 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通过了一份《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

议案》，但总的来看，长征以前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

了解并不全面和深入，在有关决议、宣言和文件中

提到的少数民族只有八、九个之多。中国共产党对

中国少数民族真正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是在长征

途中，因为长征经过的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

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省份，不少

地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或杂居区，居住着苗、瑶、

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蒙

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正是通过与长征途中各少

数民族的深度交集，党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了全面

和深入的了解，对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

一基本国情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6]。第三，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直至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机关才有

了相对比较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来研究一些重大的

理论和现实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

列学院、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多个学习和研

究机构，前述杨松的系列讲座就是在马列学院开设

的。第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

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

国共产党即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以

文献形式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7]。不

久，这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

组织章程决议案》，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

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

的急先锋”[8]。此后，党又多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

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九一

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前后，随着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侵略的一步步加剧，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逐渐取代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

盾。为动员各族人民参加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斗争中来，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自己不仅代表无产阶级利

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代表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1935年 12月 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

议》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

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

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9]。从此，中国共产党是“两

个先锋队”的表述就经常出现在党的决议、宣言和

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指示等文献中。比如，毛

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

了“两个先锋队”，“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代表的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10]。既然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利益，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

族的关系等等这些重大问题，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

研究和回答，并向各族人民作出说明。正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杨松开始对“中华民族”进行学理性

研究、论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

受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杨松在《论民族》一

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近代民族，具有近代

民族的一切特征：第一，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中

国语及中国文”；第二，有共同的活动地域——“中

国是中国人的领土”；第三，有共同的经济生活——

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

展不平衡，但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国内铁

路、内河及沿海航路、公路、航空、邮政”等等新式交

通工具“已把中国各地大致上在经济上连起来”；第

四，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

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其“民

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11]。

尽管受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影响，杨松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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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而没有认识到早在古代中

华民族既已形成，只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那时的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直至近代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华民族才实现了从“自在”

到“自觉”的转型，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是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汉族外，“中国境内还

存在着少数民族，如像满族（古称东胡族）、蒙古族、

回族（古称突厥族）、藏族（古称氐羌族）、苗族及其

他少数民族”，和汉人一样，“这些蒙古人、西藏人、

回人等等，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但就国

籍来说，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共同祖国的同

胞”，中华民族便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中的“汉化”

人群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对外，中华民族是中国

境内各民族的“代表”；对内，中华民族“团结中国境

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12]。

杨松的《论民族》发表在1938年8月1日出版的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 3卷第 47期上。

不久，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

开，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

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和“中

华各族”，而他提到的“中华民族”或“中华各族”，除

汉族外，还有“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我

们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并把它确定为十

五项“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中的第十三项任

务[13]。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出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指引下，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其成

果之一便是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问

题、认识中华民族“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14]。在该文

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

族的起源、发展、构成以及基本使命，回答了“中华民

族”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的

民族定义问题；二是“中华民族”的观念涵义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

也是党自成立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

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

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确立[15]。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

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

其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

万人口中，除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九以上”的汉人

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

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

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

史”[16]，他们和汉族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在这里，

毛泽东没有采纳杨松的中华民族是近代民族、是由

汉族和“汉化”的少数民族人群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的观点，而是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古代即已形成，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是由汉族

和“数十种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国的各民族都

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实际问题、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对中华民

族理论的一大贡献。从此，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汉族外，还有

“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便是由汉族和这“数

十种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重要论述，

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17]。

1939年底，由八路军总政治部编撰出版的《抗日

战士政治读本》即采纳了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的

论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组成了中华民族，“中华

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

民族”[18]。1940年2月，贾拓夫在《团结中华各族争取

抗战建国的胜利》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是由中国

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

组成的一个总体。”[19]这年 7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中共中央西北局拟定、“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

准”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

族问题提纲》中也有“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

的内容[20]。1941年 6月 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

日报》发表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开篇明义

便指出，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但“同时还有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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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满、苗、瑶、夷、番、维吾尔等许多少数民族”，这

些少数民族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便

是由汉族和这些少数民族组成的共同体[21]。

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

族汉族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族一

起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

中华民族观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区别了

开来①，而且也为推进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只有承认中

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主体民

族汉族和这几十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才

会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否则“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

二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屠杀、烧抢和

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汉族、满族、蒙古族、

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

后流行的歌曲《流亡三部曲》中所唱到的那样，“说

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毁枪

伤，到头来都是一样”[22]。对此，中国共产党加强宣

传和教育，强调各民族都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屠杀、

烧抢和掠夺，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以推动

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尤其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

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

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

的基本纲领》指出，“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

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

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面临

和遭受着同样的痛苦、屠杀和危险[23]。1935年8月1
日，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国

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强调，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家、我民族已

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

睫”，而“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

体同胞”，它既包括汉族，也包括“蒙、回、韩、藏、苗、

瑶、黎、番等”各少数民族。因此，亡国灭种是作为

“全体同胞”的各民族共同面临的现实危险[24]。这年

12月 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同样强调，

日本帝国主义继并吞了东三省和整个华北之后，现

在又“准备并吞全中国”，要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共

管的“半殖民地”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因此面临

“亡国灭种的大祸”的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民族，而是

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25]。

七七事变后，尤其是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出关于“中华民族”

的重要论述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由各民族组成的中

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一意识的

形成，中国共产党除继续宣传各族人民都面临着日

本侵略者的屠杀、烧抢和掠夺，都面临着亡国灭种

的现实危险外，更加强调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

命运的一致性。1940年 4月“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

批准”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

问题的提纲》就强调，“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

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

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只有参加“全民族抗

战”，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将它们赶出

中国，才能改变回族的命运，得到民族的解放和自

由。就此面言，“今天回族的首要任务，也和整个中

华民族一样，是抗日，而且不能不是抗日”[26]。中共

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

族政策》同样指出，“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

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

同存，亡则同亡，因此，国内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如不团结抗日，则‘破巢之下’，都难免

①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否认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其他都是宗族，不是民

族。为此遭到了中国共产党、进步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人士的激烈批判。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

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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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变为日寇的奴隶”[27]。贾拓夫在《团结中华各族争

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一文中也告诉各族人民：如果

不推翻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

迫和侵略，不把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赶出

中国，则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自由是不可

能的。“在这一点上，国内所有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

一致的。”[28]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推动形成由

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

同体这一意识，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还

往往把它与“黄帝子孙”相提并论，以强调“中华民

族”是由同一祖先的各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就

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早使

用“黄帝子孙”这一概念，是在 1937年 2月 10日的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无论是中国共

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同为黄帝子孙，同为

中华民族儿女”，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亡

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

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29]。这

里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儿女”和“黄帝子孙”相

提并论，所强调的是不论中国人出生于哪一个民

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来自同一祖先，都是血

脉相融的同胞兄弟。这年 4月，因西安事变和平解

决而开始商讨合作抗日的国共两党为了进一步表

达合作抗日的愿望，举办了共祭黄帝陵的活动。毛

泽东为活动起草的《祭黄帝陵文》则正式将黄帝尊

称为中华各民族的始祖：“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30]从

此，黄帝是中华各民族始祖、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

的表述便不断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决议、文

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指示中，成为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

抓手。1937年 7月 15日，亦即七七事变后的第八

天，中共中央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就使用了

“黄帝子孙”：经过努力，国共虽然结束了内战，实现

了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了起来，这使中华民族有了

“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要把中华民族的这个“光

辉前途”变为现实，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

中国”，仍需要四万万五千万“全国同胞，每一个热

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31]。这里与

“中华民族”相提并论的除“黄帝子孙”外，还有“全

国同胞”，同样强调的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

血脉联系。1938年 1月 20日，任弼时在《怎样渡过

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也使用了“黄帝子孙”，他

指出，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有两条相反的道路，

“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投降屈辱，一是继续抗战

到底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投降屈服的结果，是中

华民族的亡国灭种，不复存在。所以，“只有继续抗

战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黄帝子

孙所应走的道路”[32]。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中同样

有“黄帝子孙”的表达：在这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我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全国各界同胞

们！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在这转败为胜的枢纽时

期，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应负担起重大的责任”[33]。这

里把“中华民族”与“黄帝子孙”“全国各界同胞”相

提并论，强调的正是“中华民族”这一由各民族组成

的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体意识。

为了进一步推动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这一意识的形成，这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特别强调，由各民族组成的中

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个人、阶级和本民族

的利益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或

者说根本利益，而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

最高利益或者说根本利益就是抗战，就是战胜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

生幸福的国家。1938年 5月 21日，徐向前在《开展

河北的游击战争》中指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取得胜

利，就必须把广大人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

作用，把他们造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人

山”，而要把广大人民造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人山”，就必须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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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掠夺和屠杀，“那就只有

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

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的天职，是每个人应当担

负起的责任”，如果“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

么？”“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

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34]。1939年 4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

党同志》中是这样解释“民族至上”的：中华民族是

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中

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要繁荣昌盛，要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实现独立、自由和幸福，首先就要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华民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之下解放出来，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华民

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就需要我

们抗战到底，并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把日本帝国

主义彻底赶出中国。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解

放，就不会有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所以，抗

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就是中华

民族的最高利益或根本利益，其他个人、阶级和本

民族的利益，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

益或根本利益，“这就是‘民族至上’”[35]。

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

益或根本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个人、阶级和本民族

的利益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或根

本利益这一主张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提出的“三个基本矛

盾”“三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问题。该提纲写道：

当前“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即回族

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中日矛盾，回族和汉族统治

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回族内部以农民为代表的民主

力量与封建残余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三个基

本矛盾决定了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一是“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二是“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三是

“消灭封建残余”。而“这三个历史任务的解决与整

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可分离”，与中华民族

的最高利益或根本利益不可分离，与中华民族的命

运不可分离。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华民族的最

高利益或根本利益，就是彻底抗日，打败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者，并将其赶出中国。所以，“今天回族的

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

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

因此，在这三个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三个历史

任务中，第一个基本矛盾是回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

间的中日矛盾，由此决定第一个历史任务是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其他两个基本矛盾，即回族和汉族统

治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回族内部以农民为代表的民

主力量与封建残余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其他两大

历史任务，即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

则处于次要或从属的地位。只有在解决第一个基

本矛盾和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过程中，这两个处

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才能得

到解决和完成[36]。上述关于“三个基本矛盾”“三大

历史任务”及其关系问题的论述，对于推动由各民

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这一意识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三个基

本矛盾”和“三个历史任务”当时也存在于其他少数

民族之中，而非回族特例。

三三

正因为各族人民面临和遭遇的痛苦、屠杀和亡

国灭种的危险是同样的，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

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所以各族人民应

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殊死的斗

争。1935年 11月 25日，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记

者的谈话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狠毒

的侵略，是要直接并吞全中国领土，灭亡中国民族。

凡是称着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该奋往直前的抗日

到底。”[37]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

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一次向

“全中国的同胞们”明确发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

的伟大号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

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

我们的出路！”该通电要求“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

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用全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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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38]。此后，“全民族抗战”开始

成为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常用语。

1937年 8月 22日至 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

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

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会议通过

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以

“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为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

已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

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

最后胜利”，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争

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要使国民党发动的片

面的政府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因

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

到最后胜利”[39]。

所谓“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也就是全国人民，

即所有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

都要积极地加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正如中国共产党

号召的那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

识出知识”[40]，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抗战也不仅仅是军事的抗战，而且还是政

治、经济、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抗战。1937年 9月
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在《解放》周

刊第16期上发表《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文，对什

么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作出解释，即“全面的全

民族抗战”是将全国一切力量、组成中华民族的各

个民族都动员起来，“从各方面对侵略者进行民族

解放战争”，它包括“军事与政治”“政府与人民”“财

政与经济”“外交与教育”等各个方面[41]。

为什么要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呢？因为

只有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才能取得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为中

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

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针对一些国民党人“以为

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的错误认识指

出，“单纯的政府抗战”也可能会取得某些个别的胜

利，或一时一地的胜利，但这些个别的胜利，或一时

一地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更不可能彻底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

国，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赶出中国，“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42]。此后不

久（9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演说中又强调，要战胜

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没有

其他道路可走，只有动员各族人民“与日本帝国主

义做殊死的斗争”，实现全民族抗战，这才是“民族

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43]。后来，在《上海太原失

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等讲话

和文章中，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族抗

战，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

战争的全面胜利。

而要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取得抗日战争

的全面胜利，就必须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实现全国大联合和大团结，这其中不仅包括国内

各个党派、各个阶级，也包括国内组成中华民族的各

个民族。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

中就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

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44]

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汉

族外，还有几十个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由于统治阶

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

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政策，加上少数民族大多居

住在山区和边疆地区，受交通不便、生产环境恶劣等

因素的影响，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的

汉族地区而言要落后一些，从而导致了汉族和各少

数民族之间隔阂和离心倾向的存在。这种隔阂和离

心倾向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合作、共

同发展和共同进步，而且还往往被帝国主义所利用，

来挑拨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使各民族之间相互争斗，以实现其侵略、掠夺、分裂

和殖民中国的目的。比如，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了

这一倾向，策动所谓“满蒙自治”“回族自治”，企图将

东北、内蒙，以及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回族聚居

区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45]。因此，要

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

利，就必须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把广大少数民族都

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在“全

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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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亦即 1937年 7月 10日，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指出：蒙古地区

党的组织和中共党员，应当把动员蒙古民族参加全

民族抗战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当做今天第一等重要

任务和一切工作的中心”。该指示信还特别强调：

“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46]洛

川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

第三大纲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的内容之一，是动

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47]。《中

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依据毛泽东《论新阶

段》的政治报告，将“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

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48]

确定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

一。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批判两种

民族主义尤其是大汉族主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

图分裂中华民族阴谋和罪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参

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等一系列动员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全民族抗

战”的方针和政策。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国内的各个政党、

各个阶级，尤其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投入

到了抗日战争中，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

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全民族

抗战”。“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由各民族组

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全民族抗战”

后，晏阳初在《农民抗敌的发动》一文中，把“全民族

抗战”局面的形成，比喻为“像新婴儿从母体分割下

来的时候一样，很痛苦，但也很光荣地写出中国民

族史的第一章”，开辟了中华民族“自觉史”上的“一

个空前的新纪元”。因为中国历史上虽发生过许许

多多的战争，但这些战争，从性质上而言，或者是统

治者之间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战争，或者是被统治者

反抗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战争，从规模上来看，都

是局部的战争。但这一次的抗日战争则与历史上

的所有战争都不同，它是“整个的中国民族为争取

民族生存而一致对外的全民战争，它包含着民族自

觉的深刻意义，蕴蓄着国家整全不可分性的庄严气

魄”，参加抗战的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呐喊着‘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的齐一挺进的

军歌”，走向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你

死我活的殊死战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给中

华民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我们从亡国灭

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

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

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

幕”[49]。各族人民正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斗争中所产生的“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生则

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之理念的基

础上，形成了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人们常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

转折点，而奠定这一转折点之基础的，便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

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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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romo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eng Dahua

Abstract: The final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Chinese nation”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mark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self-being”national community to a“self-aware”national community. In line with this,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was also form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proposing that China i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and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national community composed of the main ethnic Han nationality and dozen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us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indiscriminate massacres,

burning, looting and plunder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strengthening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composed of all ethnic groups is a community that shares life and death and destin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resistance line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hat all political parties, classes, and especially all ethnic groups that make up the Chinese nation were

thrown into the torr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truly realized. It was during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at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participating in the war formed a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shared life and death and destiny in the life-and-death struggle with the Japanese invader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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